
屈原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及其对楚辞的影响

姚圣良

　　摘　要：屈原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其浓厚的家国情怀历来为人所称道。 屈原作品在表达

对于宗国故土的深挚爱恋之外，还体现出对于华夏文化的认同。 这种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对华夏人文始祖的认同

与归属、对华夏文明历史的认可与接受、对华夏礼乐文化的借鉴与吸收这三个方面。 三者相互关联，相辅相成。 屈

原对华夏文化的认同，使得其创作在思想倾向、价值追求上与中原礼乐文化保持高度一致，其作品也由此而实现了

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 屈原对华夏文化的认同，直接推动了楚辞的创新发展与价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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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的楚辞创作能够获得巨大成功，原因是多

方面的。 除了目前已被学者广泛关注的屈原的爱国

精神、个性才情以及楚地的原始文化、巫风习俗等影

响因素之外，屈原对华夏文化的认同也是一个重要

原因。 司马迁曾经称屈原“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

怀王，不忘欲反” ［１］２４８５，又称其“存君兴国而欲反

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１］２４８５。 屈原作为中国历

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其浓厚的家国情怀历

来为人所称道。 其实，通过阅读屈原的作品，人们不

难发现：在对于宗国故土的深挚爱恋之外，屈原还表

现出对于华夏文化的认同，这种文化认同对楚辞的

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屈原对华夏文化的认同

１．对华夏人文始祖的认同与归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

指出：“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

夏为凝 聚 核 心、 ‘ 五 方 之 民 ’ 共 天 下 的 交 融 格

局。” ［２］这一论断既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

生的历史渊源，也阐明了炎黄华夏在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凝聚核心作用。
司马迁作《史记》，以《五帝本纪》为起点，而颛

顼就是五帝之一。 《离骚》开篇即云：“帝高阳之苗

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３］３王逸注曰：“高阳，颛顼有

天下之号也。 《帝系》曰：颛顼娶于腾隍氏女而生老

僮，是为楚先。 其后熊绎事周成王，封为楚子，居于

丹阳。 周幽王时，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汉。 其

孙武王求尊爵于周，周不与，遂僭号称王。 始都于

郢，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 ［３］３可见，
由武王熊通到其子屈瑕再到屈原，屈原与楚王原本

同宗同源，其先祖就是古史传说中的黄帝之孙颛顼。
颛顼作为华夏人文始祖之一，其名望虽不及黄

帝，但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左传·昭公十

七年》载：“（昭子问）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
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 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
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９－０２
基金项目：２０２３ 年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黄帝‘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研究”（２０２３ＸＷＨ００７）；２０２４ 年度河

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炎黄文化融入高校课程思政教育体系研究与实践”（２０２４ＳＪＧＬＸ０１３８）。
作者简介：姚圣良，男，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南信阳　 ４６４０００）。

６４１



而鸟名……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 为民

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４］１３８６－１３８８ 颛顼之

前，黄帝氏、炎帝氏、少皞氏等，其官职名称皆取自于

“祥瑞”；自颛顼以后，因不再有天降“祥瑞”，故其官

名只好取自于“民事”。 由此可知，在远古官职命名

的历史沿革中，颛顼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 颛

顼上承黄帝，下启尧舜，如果没有颛顼根据民事需要

而设置官职的改革举措，也许就不会有尧舜时期行

政管理体系的初步建立。
颛顼之所以被后人推崇，除了他开启“为民师

而命以民事”的政治革新外，还与其实行“绝地天

通”的宗教改革密切相关。 《国语·楚语下》载：“昭
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

者何也？ 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

也。 古者民神不杂……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
神杂糅，不可方物。 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
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

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

渎，是谓绝地天通。’” ［５］ 《山海经·大荒西经》亦有

相关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月山，天枢也。 吴

姖天门，日月所入。 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

山，名曰嘘。 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

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

星辰之行次。” ［６］相对来说，后者更具神话色彩，而
这也符合《山海经》一书的性质特点。

屈原将颛顼作为自己宗族谱系的起点，实际上

这也是对春秋战国时期颛顼深受楚人敬仰这一社会

现象的反映。 《国语·楚语下》所载“绝地天通”传
说出自观射父之口，而观射父就是春秋晚期颇受楚

昭王倚重的一位楚国大夫。 重黎是“绝地天通”传

说中的核心人物，而重黎就是颛顼的后人。 《史记

·楚世家》载：“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

命曰祝融。 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
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

火正，为祝融。” ［１］１６８９按照司马迁的说法，祝融与重

黎一样，都是颛顼的后人，也都是楚人的祖先。 在先

秦文献记载中，祝融还是著名的“五行之官”。 《左
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
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 社稷五祀，是尊是

奉。 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

玄冥，土正曰后土。” ［４］１５０２五帝时期属于中国古史

的传说时代，后人所见这一时期的历史，常常是史实

与神话杂糅在一起；早期文献关于颛顼、祝融等楚人

祖先的记载便是如此。
《楚辞·远游》也提到楚人的祖先颛顼。 《远

游》是否为屈原的作品，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 目

前，学者大多倾向于认定《远游》为战国晚期的楚辞

作品，出自楚地文人之手。 《远游》云：“高阳邈以远

兮，余将焉所程。” ［３］１６５－１６６可见，作者对楚人的祖

先颛顼充满崇敬与仰慕之情。 《远游》还提到楚人

的另一位祖先祝融：“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

疑……祝融戒而还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 ［３］１７２

王逸注曰：“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３］１７２

除了楚人的祖先颛顼、祝融之外，《远游》还明确表

达了作者对于华夏人文始祖黄帝的追慕与景仰：
“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 ［３］１６６在结

尾处作者更是将追随神灵世界里的颛顼作为“远
游”的最终归宿：“轶迅风于清源兮，从颛顼乎增

冰。” ［３］１７４洪兴祖注曰：“北方壬癸，其帝颛顼，其神

玄冥。” ［３］１７４可见，在对华夏人文始祖颛顼的认同

与归属方面，《远游》与《离骚》是完全一致的。
颛顼的华夏人文始祖身份，是在后世族群融合

形成华夏民族过程中逐步确立的。 华夏民族的形成

时间“应当是在春秋战国之际” ［７］ 。 这一时期，新
兴的华夏民族已成为民族融合与凝聚的核心，其所

建构的远古祖先谱系不仅得到中原民众的普遍认

同，也逐渐被周边地区的人们所认可。 《史记》的记

载足以证明这一点。 如《越王勾践世家》云：“越王

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封于

会稽， 以奉守禹之祀。 文身断发， 披草莱而邑

焉。” ［１］１７３９又如《匈奴列传》云：“匈奴，其先祖夏后

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獯鬻，
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１］２８７９《楚世家》中明确

指出“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 ［１］１６８９。 屈原对

华夏人文始祖的认同与归属，正是对战国时代华夏

民族成为凝聚核心这一文化现象的反映。
２．对华夏文明历史的认可与接受

华夏民族起源于五帝时代，而华夏文明同样也

是肇始于这一时期。 五帝时代属于中国古史的传说

时代。 这一时期先民们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筚路

蓝缕、繁衍生息，留下了早期华夏祖先薪火相传、绵
延不绝的文化轨迹，也由此而开启了一条世界文明

进程中迥异于西方的中国路径。
屈原对华夏人文始祖的认同与归属，除了一般

意义上的血缘关系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

认同，即屈原对于华夏文明的认可与接受。 在古史

传说时代，中国境内一度出现华夏、东夷和苗蛮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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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集团。 先是黄帝族与炎帝族通过阪泉之战融合

形成了华夏集团，后来华夏集团又与东夷集团、苗蛮

集团融合形成了以华夏集团为核心的华夏族———华

夏民族的前身。 不同的族群之所以最终能够融为一

体，除了原有的血缘纽带外，人们对于华夏人文始祖

及其所开启的华夏文明的高度认同发挥着更为重要

的凝聚作用。 正因为如此，从本质上讲，新兴的华夏

族就是一个基于血缘而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血缘

关系的“文化共同体”。 在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各诸

侯皆宣称自己为“华夏”后裔，说明这一时期华夏文

明已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与凝聚力。
如果说屈原对华夏人文始祖颛顼的顶礼膜拜，

还与其“帝高阳之苗裔”的特殊身份有关，那么屈原

对尧、舜、禹、商汤和周文王的由衷赞美，则纯粹是因

为其对于华夏文明发生发展历史的文化心理认同。
《离骚》云：“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

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纣之猖披兮，夫
唯捷径以窘步。” ［３］７－８王逸注曰：“言往古夏禹、殷
汤、周之文王，所以能纯美其德而有圣明之称者，皆
举用众贤，使居显职，故道化兴而万国宁也。” ［３］７又

曰：“尧、舜所以有光大圣明之称者，以循用天地之

道，举贤任能，使得万事之正也。 夫先三后者，据近

以及远，明道德同也。” ［３］８尧、舜圣明，循用天地之

道，成为后世君王学习的楷模。 夏禹、商汤和周文王

由于遵守尧、舜之道而功成名就；夏桀和殷纣王却因

为背离尧、舜之道而失去君位、身败名裂。 尧、舜、
禹、商汤和周文王之所以能受到屈原的热情歌颂，原
因即在于此。

《史记·五帝本纪》云：“学者多称五帝，尚矣。
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
荐绅先生难言之。” ［１］４６五帝皆为中国古史传说时

代的人物，早期文献有关黄帝、颛顼和帝喾的记载极

度匮乏，对于尧、舜的记载则相对较多。 因此，尧、舜
在屈原作品中出现的次数明显多于其他三位古帝。
尧和舜都是屈原仰慕的对象，而他对舜尤为崇拜。
《九章·涉江》云：“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

不顾。 驾 青 虬 兮 骖 白 螭， 吾 与 重 华 游 兮 瑶 之

圃。” ［３］１２８王逸注曰：“重华，舜名。 瑶，玉也。 圃，
园也。 言己想侍虞舜，游玉园，犹言遇圣帝升清朝

也。” ［３］１２８《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舜晚年南巡

狩，死于苍梧之野，被葬在九嶷山。 在《离骚》中，屈
原听了女媭的劝诫后，也想到南渡沅、湘，到九嶷山

去向帝舜求教。 《离骚》云：“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

心而 历 兹。 济 沅 湘 以 南 征 兮， 就 重 华 而 陈

词……” ［３］２０－２３ “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

词”，王逸注曰：“言己依圣王法而行，不容于世，故
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陈词自说，稽疑圣帝，冀闻

秘要，以自开悟也。” ［３］２０ 洪兴祖补注曰：“天下明

德，皆自虞帝始，其于君臣之际详矣。 故原欲就之而

陈词也。” ［３］２１洪兴祖这一注解，是受到了司马迁的

影响。 《史记·五帝本纪》云：“此二十二人咸成厥

功：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

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
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
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四海

之内咸戴帝舜之功。 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

物，凤皇来翔。 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１］４３这正是

屈原对帝舜特别崇敬的原因。 可见，在屈原心目中

帝舜已成为理想与正义的化身。
尧、舜、禹、商汤和周文王之所以能够建功立业，

与其“举贤授能”密不可分。 尧、舜的“禅让”是任人

唯贤的榜样，商汤重用伊尹、周文王重用吕望等，也
都是这方面的典范。 《离骚》云：“汤禹俨而求合兮，
挚咎繇而能调。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 吕望之鼓刀兮，遭
周文而得举。 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３］３７－３８

《九章·惜往日》云：“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

厨。 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 不逢汤武与

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 ［３］１５１这些“举贤授能”的

君王，皆为时人所拥戴，也被屈原所敬仰。 从五帝时

代华夏文明的开启，到夏商周时期文明程度的不断

提升，在华夏文明产生与早期发展历程中，黄帝、颛
顼、尧、舜、禹、商汤和周文王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屈

原对他们无比崇敬、倾情讴歌，其所反映的正是屈原

思想意识中对自五帝至三代华夏文明发生发展历史

的高度认可与自觉接受。
３．对华夏礼乐文化的借鉴与吸收

华夏礼乐文化起源甚早。 《礼记·礼运》记载

了最初的礼乐仪式：“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

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

鬼神。” ［８］人们将黍、肉置于烧石之上，烤熟而食；凿
地为尊，手掬而饮；击打土鼓，奏起音乐，以此来致敬

鬼神。 可见，华夏礼乐文化的产生与远古时期先民

的原始崇拜密切相关。 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标
志着华夏礼乐文化的正式形成。 《左传·文公十八

年》载：“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

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４］６３３－６３４周公在制定具

体的礼乐典章制度时，有意识地将德行因素融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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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而形成了华夏礼乐文化特有的伦理道德规范。
春秋晚期，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致力于恢

复周礼。 《论语·八佾》云：“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

哉！ 吾从周。” ［９］６５《语论·阳货》又云：“夫召我者

而岂徒哉？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９］１７７为

此，孔子从人的内心需求出发，来进一步论证“礼”
“乐”存在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论语·八佾》云：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９］６１孔子

追本溯源，对礼乐制度的合理性进行深入探究，创造

性地提出了“仁”的概念，这一概念成为儒家学说的

核心范畴。 因而，孔子能够超越周公，成为儒学和华

夏礼乐文化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
孔子还特别强调“义”的重要性。 《论语·里

仁》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９］７３《论语·述

而》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

能改，是吾忧也。” ［９］９３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
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９］９７

《墨子·天志下》对“义”做出解释：“义者，正也。 何

以知义之为正也？ 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

知义之为正也。” ［１０］ 应该说，墨子将“义” 解释为

“正”，还是比较准确的。 孔子衡量“义”的标准，就
是要看人的行为是否合乎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

孔子是先秦时期华夏礼乐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人

物。 我们将《离骚》 《九章》与《论语》进行简单比

较，可以发现华夏礼乐文化对于屈原的深刻影响。
孔子既提倡“仁”，也重视“义”；而屈原在《九章·怀

沙》中同样也明确表达了其对于“仁”和“义”的高度

重视与自觉追求。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怀沙》是屈

原的绝命词。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至

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乃

作《怀沙》之赋。 其辞曰：‘……重仁袭义兮，谨厚以

为丰；重华不可牾兮，孰知余之从容！ 古固有不并

兮，岂知其故也？ 汤禹久远兮，邈不可慕也。 惩违改

忿兮， 抑 心 而 自 强； 离 湣 而 不 迁 兮， 愿 志 之 有

象。’” ［１］２４８６－２４８９《离骚》云：“夫孰非义而可用兮，
孰非善而可服。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

悔。” ［３］２４王逸注曰：“言世之人臣，谁有不行仁义，
而可任用；谁有不行信善，而可服事者乎？ 言人非义

则德不立，非善则行不成也。” ［３］２４在突出强调“仁”
“义”方面，屈原与孔子是一致的。

重德是华夏礼乐文化的核心理念。 自周公制礼

作乐到孔子克己复礼，儒家一直在强调德行的重要

性，重德也因此成为华夏礼乐文化乃至于整个中华

传统文化最突出的特点。 《论语·里仁》云：“君子

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９］７１ “德不

孤，必有邻。” ［９］７４受孔子影响，屈原也十分重视自

身的品德修养。 《九章·橘颂》云：“深固难徙，廓其

无求兮。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闭心自慎，不终失

过兮。 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愿岁并谢，与长友兮。
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 年岁虽少，可师长兮。 行比

伯夷，置以为像兮。” ［３］１５４－１５５屈原创作《橘颂》，托
物言志，诗中不仅出现“秉德无私”这样的句子，而
且明确表示诗人要像古代圣贤伯夷那样保全节操。

孔子不仅在个人修身方面重视德行，还在治国

理政方面提倡德治。 《论语·为政》云：“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９］５３屈原与孔子一

样，也强调“为政以德”。 《离骚》云：“皇天无私阿

兮，览民德焉错辅。 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

土。” ［３］２３－２４王逸注曰： “言皇天神明，无所私阿。
观万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为君，使贤能辅佐，以
成其志。 故桀为无道，传与汤；纣为淫虐，传与文

王。”“言天下之所立者，独有圣明之智，盛德之行，
故得用事天下，而为万民之主。” ［３］２４可见，华夏礼

乐文化的重德理念，已经对屈原产生了深刻影响。
华夏祖先开启了华夏文明，礼乐文化则是华夏

文明的智慧结晶。 无论是屈原对华夏人文始祖的认

同与归属，还是其对华夏文明历史的认可与接受，抑
或其对华夏礼乐文化的借鉴与吸收，三个方面是相

互关联、相辅相成的，从本质上体现了屈原对华夏文

化的高度认同。

二、屈原的华夏文化认同对楚辞的影响

１．提升楚辞的价值

《汉书·地理志》云：“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

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 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

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 故啙窳偷生，而亡积聚，
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 信巫鬼，重淫

祀。” ［１１］楚国位于长江、汉水一带，其自然环境、民
风习俗等与黄河流域各诸侯国明显不同，楚文化也

因此与中原地区的华夏礼乐文化有很大差异。 楚国

虽地处偏远的南方，但拥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
其“食物常足”的生存条件比中原地区优越得多。
春秋战国时期，尽管楚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赶上

甚至超过北方各诸侯国，但其地仍然保留着“信巫

鬼，重淫祀”的原始风俗。
先秦时期楚人被中原地区的民众视之蛮夷。

《诗经·商颂·殷武》云：“维女荆楚，居国南乡。 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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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

常。” ［１２］ 《史记·楚世家》记载，周夷王时，楚王熊渠

公然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１］１９６２到

了战国中后期，尽管在山东诸国之中，楚国的国力最

为强盛，但与中原地区的华夏礼乐文化相比，楚文化

的发展仍然相对滞后。 直到屈原的楚辞作品问世

后，这种局面才有了明显改观。
屈原按照华夏礼乐文化的思想标准与道德规

范，有意识地对楚地民歌进行加工、改造，推动了楚

辞创作的观念转变与价值提升。 屈原创作的《九
歌》，弥补了楚地民间祭歌普遍存在的“其词鄙陋”
的缺陷。 王逸《楚辞章句》云：“昔楚国南郢之邑，
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 其祠，必作歌乐鼓舞

以乐诸神。 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

郁。 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

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

以风谏。” ［３］５５朱熹对《九歌》颇有微词。 《楚辞集

注》云：“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

祀。 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 蛮荆陋俗，词
既鄙俚，而其阴阳神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

杂。 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

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

意。” ［１３］３１朱熹《楚辞辩证》又云：“楚俗祠祭之歌，
今不可得而闻矣。 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以阳

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当有不可道者。 故屈

原因而文之，以寄吾区区忠君爱国之意，比其类，则
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

矣。” ［１３］１７９－１８０朱熹认为，《九歌》作为祭祀乐歌，本
该像《诗经》的“三颂”那样“雅正”，但其文辞“反为

国风再变之郑卫”。 今天看来，《九歌》确实与“三
颂”有着很大的差异：以“三颂”为代表的中原地区

的正统祭祀歌诗，是华夏礼乐文化的产物，有着鲜明

的崇神、敬祖意识；而《九歌》是楚文化的产物，其所

反映的是楚地特有的“歌舞以娱神”的民间风俗。
正是由于受到华夏礼乐文化的影响，屈原才会对楚

地民间祭歌“鄙俚”的文辞深感不满。 屈原创作《九
歌》，在保留楚地民间祭祀“歌舞以娱神”这一原始

风貌的同时，又对楚地民间祭歌“亵慢淫荒”的文辞

进行加工改造、提炼润色，使之能够符合华夏礼乐文

化的伦理道德要求，从而形成了《九歌》独具特色的

文学及文化价值。
屈原对华夏礼乐文化的借鉴、吸收，使得以《离

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价值取向上与《国风》《小雅》高
度一致。 正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国风》

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若《离骚》者，可
谓兼之矣……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

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其志洁，故其称

物芳。 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濯淖汙泥之中，蝉
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

而不 滓 者 也。 推 此 志 也， 虽 与 日 月 争 光 可

也。” ［１］２４８２可以说，屈原对华夏文化的认同直接推

动了楚辞思想价值的全面提升。
２．增强楚辞的理性意识

黄河流域艰苦的自然条件与早熟的礼教文化，
形成了中原地区人们重实际、求实用的理性现实主

义倾向；而江汉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及其盛行的巫

风习俗，孕育和培养了楚人特有的想象能力。 因此，
华夏礼乐文化是以理性现实主义精神为主导，楚文

化则饱含丰富的想象和浪漫精神。 屈原对于华夏文

化的认同增强了作家的理性意识，使得楚辞在浪漫、
神奇的基本特征之外，又兼具一定的理性现实主义

的批判精神。 《天问》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关于《天问》的创作背景，王逸《楚辞章句》指

出：“屈原放逐，忧心愁悴。 彷徨山泽，经历陵陆。
嗟号昊旻，仰天叹息。 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
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
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而问

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 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
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 ［３］８５然而，后世不少学者不

认可王逸的说法。 如洪兴祖《楚辞补注》云：“《天
问》之作，其旨远矣。 盖曰遂古以来，天地事物之

忧，不可胜穷。 欲付之无言乎？ 而耳目所接，有感于

吾心者，不可以不发也。 欲具道其所以然乎？ 而天

地变化，岂思虑智识之所能究哉？ 天固不可问，聊以

寄吾之意耳。 楚之兴衰，天邪人邪？ 吾之用舍，天邪

人邪？ 国无人，莫我知也。 知我者其天乎？ 此《天
问》所为作也……王逸以为文义不次序，夫天地之

间，千变万化，岂可以次序陈哉。” ［３］８５ 《天问》的思

想意蕴及其情感体验是多重的，既有对自然变化及

人世沧桑的哲理思考，又有对历史与现实的政治批

判，还有对作者胸中块垒的宣泄与抒发。 《天问》确
实有“文义不次序”之处，但总体看，其结构层次及

内在逻辑还是比较清晰的。 如果说《离骚》是以抒

情言志见长，那么《天问》则主要侧重于对天地之间

万事万物追根求源式的理性探索。 从某种意义上

讲，《天问》就是屈原政治理念及思想学说的荟萃与

总结。
华夏文明起源于五帝时代，到了夏商周三代，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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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文明程度得以快速提

高。 实际上，《天问》所问的问题也是春秋战国时期

学者们着力探讨的问题，绝大多数在屈原时代的诸

子著述中都已有所涉及。 《尸子》中就有关于“宇
宙”的探索：“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１４］

《庄子·庚桑楚》也曾论及“宇宙”：“有实而无乎处

者，宇也。 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 ［１５］８００ 《庄子·
天下》中亦有相关论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

无内，谓之小一。” ［１５］１１０２ “无外”的意思就是无限

大，其外已无“大”可拓展；“无内”的意思就是无限

小，其内也已经无“小”可容纳。 宇宙空间便是由这

样的“大一”和“小一”组成的。 再如《庄子·天下》
记载：“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

陷，风雨雷霆之故。 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

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

怪。” ［１５］１１１２成玄英疏曰：“住在南方，姓黄，名缭，不
偶于俗，羁异于人，游方之外，贤士者也。 闻惠施聪

辩，故来致问，问二仪长久，风雨雷霆，动静所发，起
何端绪。” ［１５］１１１３又曰：“遍为陈说万物根由，并辩二

仪雷霆之故，不知休止，犹嫌简约，故加奇怪以骋其

能者也。” ［１５］１１１３这一时期，邹衍在《尚书·禹贡》基
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大九州”说。 《史记·孟子荀

卿列传》云：“其（邹衍）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
而大之，至于无垠……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

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赤县

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 中

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 于是有裨海

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
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１］２３４４

邹衍采用由小到大的类推方法，对已知空间之外更

大的未知空间进行大胆假设，提出了“大九州”的观

念，极大地拓展了时人关于宇宙的想象空间。 可见，
探究宇宙万物之根由，乃是当时诸子的兴趣所在。
不仅如此，《天问》针对鲧、禹、桀、汤、纣、师望、齐桓

公等人的传说故事和历史事实所提出的一系列问

题，也都是当时诸子所关注的议题。 如果没有此前

诸子的相关探索，就不会有屈原《天问》的问世。 楚

先王宗庙及公卿祠堂中的图画只是《天问》的创作

缘起，而诸子的相关论述则为屈原创作《天问》提供

了哲学认识基础。 屈原非凡的才智和渊博的学识，
使其能够采用文学艺术手法来“整齐百家杂说”，从
而创作出《天问》这一闪耀着理性光辉的千古奇作。

王逸《楚辞章句》云：“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袤，
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经》……故上述唐、

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
于正道而还己也。” ［３］２《离骚》云：“启《九辩》与《九
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

乎家巷。 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固乱流

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 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

不忍。 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 夏桀之常

违兮，乃遂焉而逢殃。 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

长。” ［３］２１－２３屈原逐一列举了夏商时期那些著名的

贪图享乐、不遵守先王法度的“失位之君”，包括夏

（太）康、羿、（寒）浞、浇、夏桀、后辛（殷纣王）等。
紧接着，《离骚》又云：“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

莫差。 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３］２３王逸注

曰：“言殷汤、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

贤，论议道德，无有过差，故能获夫神人之助，子孙蒙

其福佑也。”“言三王选士，不遗幽陋，举贤用能，不
顾左右；行用先圣法度，无有倾失。 故能绥万国，安
天下也。” ［３］２３ 这样一来，夏商时期的太康、羿、寒
浞、浇、夏桀、殷纣王等荒淫误国的“失位之君”，便
与同时代的夏禹、商汤、周文王等“行用先圣法度”
的“受命之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屈原通过对华

夏文明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以史明理，增强了《离
骚》的理性意识和批判精神。

３．促进楚辞的艺术创新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楚辞体”也因此又被

称为“骚体”。 “骚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句式参差

不齐并且大量运用“兮”字。
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长短不一且带有“兮”字

的句式。 相传为舜所作的《南风歌》、为禹所作的

《涂山女歌》中，就都出现了“兮”字。 《南风歌》曰：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
以阜吾民之财兮。” ［１６］２－３ 逯钦立先生指出：“《史

记》已言歌《南风》之诗，冯衍《显志赋》又云咏《南
风》之高声，步骘《上疏》亦言弹五弦之琴，咏《南风》
之诗。 俱证《尸子》以后，此诗传行已久。 谓为王肃

伪作，非是。” ［１６］３屈原时代，楚地民歌中已经出现

不少“骚体”句式。 如《论语·微子》记载：“楚狂接

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 凤兮！ 何德之衰？ 往者

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从政者殆

而！’” ［９］１８３－１８４《孟子·离娄上》记载：“有孺子歌

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
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 清斯濯缨，浊斯濯

足矣，自取之也。’” ［９］２８０《新序·节士》记载：“徐人

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

丘墓。’” ［１７］ 《说苑·善说》亦有此类记载：“榜枻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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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拥楫而歌……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

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今夕何夕

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

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

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１８］ 但是，在屈原的楚辞作

品问世之前，楚地的这些民歌篇幅一般都比较短小，
既无法表现复杂的内容，也难以表达丰富的情感。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平疾王听之不

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
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

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

被谤，能无怨乎？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

事。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１］２４８２

显然，楚地民歌有限的篇幅，已经不能满足这样的情

感表达与内容表现。 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华夏文

明程度的不断提升与礼乐文化的快速发展，人们对

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也变得愈来愈深入。
为了追求更好的叙事及说理效果，这一时期不管是

历史散文还是诸子散文，其篇幅容量皆有明显的拓

展。 屈原的楚辞创作，在保留楚地民歌独特句式的

同时，又借鉴、吸收当时散文的叙事及说理手法，从
而创造了一种可以容纳复杂内容及丰富情感的新诗

体。 从楚地民歌的篇幅短小，到《离骚》的鸿篇巨

制，“楚辞体”得以最终确立。

结　 语

楚文化作为本土文化，其对屈原楚辞作品的影

响显而易见；而屈原对于华夏文化的认同，又让其楚

辞创作深受中原礼乐文化的影响。 一方面，屈原对

于华夏文化的认同，使其创作在思想倾向、价值追求

上与礼乐文化背景下的《诗经》保持高度一致；另一

方面，屈原“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１９］ ，
其作品又因此而具有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充分彰显

了其在审美创造上的独特性。 这样一来，屈原的楚

辞作品，就真正做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
屈原对于华夏文化的认同，推动了楚辞的创新

发展与价值提升。 屈原的楚辞作品，既是中国文学

最杰出的经典之一，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代表，对中国文学和中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屈原精神、楚辞艺术经过后人持续不断的传承与弘

扬，早已融入中华文明之血脉，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的丰厚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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